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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論〉與馬列主義儒家化

⊙ 金觀濤

 

* 此文係作者為斯德哥爾摩大學主辦的「當代中國人心目中的國家、社會、個人」國際學術研討會

（1993.6.11-14）提供的論文，現經會議主辦者同意，先行在《二十一世紀》發表，謹表謝意。

1942年，中國共產黨開始了著名的延安整風，用「實事求是」反對「本本主義」。從此，中

國共產黨人改變了對馬列書本和原典的看法，正如毛澤東在1942年2月1日中央黨校開學典禮

上說的那樣，假如一個人讀了一萬本馬恩列斯的書，每本又讀了一千遍，以至句句背得，卻

對中國問題熟視無睹，還是不能算作理論家1。毛澤東用來剝奪王明等熟讀馬列原典理論家的

地位、樹立自己思想權威的哲學武器正是〈實踐論〉，毛澤東在回憶為何要寫這一哲學論文

時，曾把它和列寧作《帝國主義論》相比，認為這是適合當時需要不能不寫的2。

〈實踐論〉在毛澤東思想中的重要地位是人所共知的，40年代它是破除外來意識形態（教條

主義）權威的思想武器，是馬列主義中國化的哲學基礎。60、70年代文革中，它被稱為「老

五篇」之一，指導著億萬工農兵和造反派鬥私批修。〈實踐論〉為何可以起到這些作用？這

是一個長期沒有深入研究的問題。

本文試圖對〈實踐論〉進行新的解讀，我們發現，〈實踐論〉實質上是儒家傳統知行觀的一

種新翻版，正是由於這一點才完成了馬列主義儒家化的必要環節。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說，

它之所可以用來反對外來「本本」權威，指引億萬人「靈魂深處爆發革命」，正是憑藉著傳

統文化的深層結構的力量。

一 〈實踐論〉的群體道德理想主義

眾所周知，〈實踐論〉有一個副標題，這就是「知和行的關係」，明確暗示其思想的傳統淵

源。但是，把〈實踐論〉所討論的認識和實踐的關係簡單歸為儒學知行觀，一直來有一個重

大的困難。這就是道德理想主義和倫理中心主義的儒學，強調的「知」和「行」均以人的道

德為核心；而毛澤東在〈實踐論〉中使用的術語和論述範圍包括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軍事

歷史，似乎都超出道德活動範圍之外。無論是孔子的「生知」、「學知」、「困知」，朱熹

的「德性之知」，還是王陽明的「良知」，大抵都離不開符合道德的行為是甚麼這一基本範

疇；「行」則始終是圍繞著人的道德實踐展開的。而〈實踐論〉作為馬列主義認識論的文

獻，它所涉及的知是「認識世界」，行是「改造世界」，知行觀似乎不像傳統儒學那樣圍繞

著道德中心。

但是界定一種哲學的內涵，不能只看其論述表面所涉及的範圍（特別是以馬列辭彙包裝

後），而應去分析論述過程中所依據的思辯模式，後者更能反映作者的真正意向。那麼，



〈實踐論〉所遵循的思辯模式是甚麼呢？把握其內在模式最好的方法是分析作者如何運用例

子。〈實踐論〉所舉實例並不多，其中用筆墨最多、且幾乎是唯一進行詳細分析的例子只有

一個，這就是討論人的認識過程是怎樣萌發於實踐活動的。毛澤東這樣寫道：「有些外面的

人們到延安來考察，頭一二天，他們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觸了許多的人，參

加了宴會、晚會和群眾大會……。這叫做認識的感性階段，就是感覺和印像的階段……在這

個階段中，人們還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作出合乎論理（即合乎邏輯）的結論。」憑這一段

文字，我們還不能判斷毛澤東所依據的模式究竟是以知識還是以道德為中心。但是接下來的

文字則可以顯示毛澤東概括的知行關係的模式。毛澤東進一步論述道：「外來考察團先生們

在他們集合了各種材料，加上他們『想一想』之後，他們就能夠作出『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

一戰線的政策是徹底的、誠懇的和真實的』這樣一個判斷了。」這一論斷，作為毛澤東對從

感性到理性之飛躍的說明，顯然並不是知識論的；它只不過是一個涉及對群體道德動機的典

型的價值判斷。

隨後，毛澤東進一步發揮這個例子，他說：「在他們作出這個判斷之後，如果他們對於團結

救國也是真實的的話，那麼他們就能夠進一步作出這樣的結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能夠

成功的。』」毛澤東將這個最後結論的獲得稱之為「人們對一個事物的整個認識過程中是更

重要的階段，也就是理性認識的階段」3。據毛澤東自稱，理性認識不僅全面而且已經包含著

邏輯推理的成分。但是仔細分析上述例子中最後結論，我們發現，僅僅根據知識論的邏輯關

係，是不可能從「共產黨抗戰的真誠、徹底」推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定能勝利」這一結

論的。其實，毛澤東是運用了兩個未曾明言的推理模式。首先，是將所有判斷都變換成道德

判斷，即只有在道德的價值判斷中，一個人如果真誠地相信某種價值，並實行它，那麼才會

自信這種價值一定會在現實生活中表現出來（實現）。第二，毛澤東進一步把這種群體道德

理想等同於儒學中的「天道」，只有天道才有必然勝利之說。毛澤東實際上是把儒家傳統中

道德理想和天道統一運用到共產黨的事業中，只有這樣，整個推理才能成立。可見，毛澤東

所謂的理性認識和感性認識的關係，雖用馬列辭彙和知識論包裝起來，實際上仍是以人的道

德活動作為中心的。根據這一分析，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何毛澤東用詞特別小心。在這個例子

一開頭，毛澤東把感性認識稱為「不能作出合乎論理（即合乎邏輯）的結論」時，故意不用

人們通常講的理論，而用論理。顯然，理論太有知識中心的味道，而論理似乎可以包含以倫

理為中心的知識。

二 「實踐活動」的結構

僅僅分析〈實踐論〉中最為詳細的例子，還不能證明全文是以群體道德理想主義作為前提

的，毛澤東還用過其他例子（雖沒有分析），這些例子包括軍事、變革原子等等。因此，例

子分析充其量只能表明〈實踐論〉企圖概括道德活動和知識活動兩個方面，還不能證明其以

道德活動為中心。我們認為，以道德或以知識為中心所產生的認識論的整體結構是不同的。

以道德為中心的認識論，知識只起從屬作用，由於知識服務於道德，道德又是建立在「善」

的基礎上，那麼認識的終極目的便是不斷擴大符合道德理想的知和行的範圍，那麼這種認識

論中被認為是「真知」的內容，一定有道德活動的主體和標準。這一點在儒學中十分明顯。

馮耀明曾對理學中「知」、「致知」和「知至」這些代表不同程度「知」的概念進行分析後

指出：「這個『知』不是指一種由能知及其所知的能力、活動或效驗，而是指一種由道德主

體所呈現的心靈運作、過程或狀態。大略言之，知就是一種覺，致知就是使已有之明覺充擴

開來，而知至則是由此充擴以至於明覺之全幅朗現的全覺狀態。」4而以知識為中心的認識論



就沒有這種結構。

那麼，〈實踐論〉所提倡的「真知」是不是具有這種以道德為中心的認識論的基本結構呢？

表面上看，〈實踐論〉強調實踐出真知，一切符合實際的理論、被實踐所證明之知識均是真

知，符合「實際」並沒有對「真知」作出其他附加的價值限定。確實，馬列原典甚至是蘇共

官方意識形態所主張的認識論，雖強調階級性和為無產階級服務，但都沒有提出只有哪一類

特定實踐才能出「真知」。但是毛澤東的〈實踐論〉中卻對「真知」的來源有著限定，它不

是泛指的實踐，而是指某一群體道德主體的活動。在〈整頓黨的作風〉中毛澤東明確指出，

世界上的知識只有兩門，一門叫做生產鬥爭知識，一門叫做階級鬥爭知識5。毛澤東在60年代

再次闡述〈實踐論〉精義的論文〈人的正確思想是從那裡來的？〉，中把這一意思表達得最

明確。毛澤東嚴格地把產生正確思想之實踐限定為「生產鬥爭、階級鬥爭和科學實踐」這三

大革命6。三大革命的前兩項有著明確的道德主體，這就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人民。科學實驗

表面上看是沒有道德主體的，它包括從事科學實驗的一切人。但在30、40年代，毛澤東只提

生產鬥爭和階級鬥爭，科學實驗是毛澤東在60年代重提〈實踐論〉時加上去的，它在三大革

命中只起輔助作用，正如儒學中知識和道德關係那樣。在〈實踐論〉被奉若神明的文革時

代，科學實驗這一類實踐也是被賦與了道德主體──工農兵大眾，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和學術

權威則成為批判對象。

既然〈實踐論〉是以群體道德理想主義為中心，那麼在這種認識論轉化為普遍群眾運動時，

就不難理解它導致的後果了。表面上看，〈實踐論〉是馬克思的著名哲學論斷：「重要的不

在於認識世界，而是改造世界」的中國版，它以提出改造客觀世界時必須不斷改造主觀世界

而聞名。但正因為它有著群體道德理想的前提，所以它強調的改造主觀世界就等同於群體道

德修煉。而改造客觀世界也是建立一個人人道德高尚的社會。〈實踐論〉在這一點和儒學知

行觀同構。文化革命中，〈實踐論〉的群體道德理想主義內核無保留地展現了出來。改造主

觀世界並不是要不斷提高人們對世界的理性認識，而是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狠鬥私

字一閃念」。〈實踐論〉成為億萬人參加的「修身」運動哲學認識論基礎。

三 反智主義和「言─行」模式

毛澤東在1937年寫作〈實踐論〉時，用儒學的知行觀來修改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是有著更

為迫切和現實的目的的，這就是和那些受到蘇聯和共產國際支持的中共領袖爭奪理論權威的

寶座。五四時代最早接受馬列主義的知識份子之所以被視為馬列主義理論家，是因為他們熟

悉馬列經典。毛澤東讀馬列書甚少，如果用熟悉經典為標準，毛澤東自然不能和很多知識份

子相比。只有把認識論裝上群體道德理想主義內核，他才能獲得可以戰勝知識份子作為理論

權威的條件。從道德活動的角度看，從事革命實踐的農民革命家似乎比熟悉馬列經典的知識

份子更高尚，更能代表馬列的精神。但是要同黨內那些推崇蘇共經典和外來「本本」的革命

家爭奪正統地位，僅僅有群體道德理想主義的內核還是不夠的，因為王明等共產黨人同樣也

具備無產階級立場。這時為了破除外來經典本本的權威，認識論除了要吸收儒學道德理想主

義結構外，還必須進一步利用在道德理想主義哲學中反對書本和知識的武器。而這一武器在

中國傳統道德哲學中早已有之。為了分析毛澤東如何依靠這些傳統來構造〈實踐論〉，我們

必須先概述一下在儒家道德哲學中，可以用甚麼方法來顛覆「書本」之權威。

在儒學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的古代中國，無論是儒生「成仁成聖」的道德修煉，還是對社會的

道德教化，儒家經典和聖人的教導都起著重要作用。這些代表聖人之言的經典大多以書本為



依據，也主要靠書本文字為傳播手段，儒生在道德實踐中首先應熟讀儒家經典。這在理學出

現後尤為明顯。理學具有龐大而嚴密的體系，它使書本學習在道德活動中佔有比以前更為重

要的位置。「四書」「五經」也是科舉考試的基礎。因此，人們常把「知」等同於讀書和學

習經典，書本經典是道德實踐的前提。理學流行的一個後果是，讀書人很容易把「本本」當

作解決社會問題的靈丹妙藥。明末以後，儒生讀書講理頭頭是道，社會實踐卻軟弱無能，它

促使人們重新反思知行關係。儒學中出現了王陽明、王船山等新學派。它們之所以能震聾發

聵風行大江南北，在某種程度上說，乃是在道德活動中重新估價書本經典的位置。

顯而易見，在人的道德活動中，動搖作為正確道德原則之經典的主宰地位的一個巧妙而有說

服力的方法，就是訴諸直接經驗，特別是那些不能用文字語言表達的道德體驗。這恰恰是王

陽明「致良知」說的一個重要支柱。王陽明曾十分形象地用啞子吃苦瓜為比喻，他說「啞子

吃苦瓜，與你說不得，你要知此苦，還須你自吃」7。既然用語言文字所能表達的道德內容不

比人的直接經驗（體驗感受）更基本，它充其量只是每個人由良知而獲得的大量直接體驗的

一小部分，那麼由書本經典所傳達的道德教訓對每個人的修身就不一定那麼重要了。接著，

王陽明又把行為動機等同於「行」，這時，直接道德體驗不必上升為書本知識就能立即轉化

為道德實踐。在這種知行合一觀中，學習書本經典的意義被降到無可再降的位置。雖然，王

陽明本人相當注重讀書和文獻，但王學流傳後果只會是輕視書本。到泰州學派時，已出現

「束書不觀」之弊。余英時把明末王學流行導致輕視書本和知識的傾向稱之為「反智主

義」8。本來，一個人必須從小飽讀詩書，通過讀經才能修養成為君子，而聖人目標則可望而

不可及。現在，漫長的苦讀是沒有必要的，良知可以直接轉化為道德實踐，其推論自然是滿

街都可能是聖人。

另一種批判書本經典支配人的道德實踐的角度是：書本和經典無論多麼正確，但只能視之為

一種言論，這樣就可以從言行關係來反思書本與實踐的關係。顯然，言論可以是假的（無論

言論涉及的內容本身是多麼正確），言論的真偽必須由行動來鑒別，這就開出了從實踐效果

來鑒定書本之先河。我們認為，這正是王船山知行觀的一個重要出發點。有關王船山知行合

一說的不少研究，都認為它最接近唯物論。據賀麟分析，王船山的知行合一說有兩個基本內

容：一個是「知可詭而行不可詭」，因此「知」必須用行為來檢驗真偽；另一個是「知以行

為功，行不以知為功，行可得知之效，知未可以得行之效」，把知看作行的一部分，或把

「行」視為「知」的目的9。如果我們進一步分析這兩個預設，可以發現，它們都是從「言

論」和「行為」關係來反思知行關係的結果。王夫之並沒有簡單化地把「言論」等同於

「知」，但是作為一個既要批判程朱理學又要反對陸王心學的儒者，他批判理學經典最可行

的方法，是把它歸為一種言論。王夫之在討論「學」和「思」關係時，就認為對待經典要想

一想「其理果盡於言中乎？」10事實上，從言行模式來分析王船山的知行觀，就可以抓住他

批程朱之要害。

四 「直接經驗」與「致良知」

80年代大陸某些學者在議論毛澤東思想和傳統關係時，曾把60年代劉少奇的觀點看作接近於

程朱理學，而毛澤東更像陸王。這種簡單化的類比當然是站不住腳的。但是，道德哲學發展

有著自身固有的邏輯。在儒學內部，要反對既定經典本本的權威，一個難以避免的選擇就是

採用王陽明或王船山批判程朱理學的方法。王陽明反對「本本」主義的方法是推崇「良

知」，特別是訴諸那些不能用語言文字表達的體驗。毛澤東也是這樣做的。延安整風中，毛



澤東為了反對教條主義和留蘇派，就採用了和王陽明類似的方法。在〈實踐論〉中，毛澤東

把人類經驗分為直接經驗和間接經驗兩種，認為一切知識都是從直接經驗發源的。毛澤東用

「間接經驗」來概括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識，並指出它們在古人和外人那裡，也是直接經驗。

毛澤東論述直接經驗對知識之重要，極像王陽明強調不可用文字言傳之直接體驗。例如毛澤

東推崇直接經驗的著名論斷：「你要有知識，你就得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你要知道梨子的

滋味，你就得變革梨子，親口吃一吃」11，幾乎和王陽明嚐苦瓜的例子一樣。

毛澤東深知，在馬列主義的哲學言說中，如果像王陽明那樣過分強調不能用文字和語言表達

的經驗，就會削弱馬列主義的指導作用，因此他要主張直接經驗比間接書本知識更重要，就

必須把重點移到道德主體之上。當直接經驗和間接經驗都具有道德內容時，顯然，僅僅有間

接經驗就顯得軟弱而空洞，人只知道書本知識而無直接體驗，這種知識一定是不完備的。毛

澤東在延安整風時期曾這樣教訓參加革命的知識份子：「一個人從那樣的小學一直讀到那樣

的大學，畢業了，算有知識了。但是他有的只是書本上的知識，還沒有參加任何實際活

動……。像這樣的人是否可以算得一個完全的知識份子呢？我以為很難，因為他們的前人總

結生產鬥爭和階級鬥爭的經驗寫成的理論，不是他們自己親身得來的知識。……這種知識對

於他們還是片面的，這種知識是人家證明了，而在他們則還沒有證明的。」12從字面上看，

毛澤東用未經學生親身體驗證明為理由而認定書本知識不完備，這是極荒謬的，因為人學到

的大多數知識都不可能去親身證明。實際上毛澤東在這裡所講的「知識」都是指與道德活動

有關的知識。對於這類知識，只在書本上看到，自己尚沒有實踐時當然不完備。當時知識份

子投奔延安參加革命，自然是把革命實踐當作對自己道德純化的考驗，只有在這個前提下，

毛澤東那種頗為強詞奪理的論述在他們看來才是順理成章的。在道德實踐中，直接經驗當然

高於書本，實踐出真知在40年代後迅速被全黨接受。

無論是王陽明的「良知」，還是毛澤東對直接經驗的強調，後果都是降低甚至排斥書本經典

在道德實踐中的作用。而系統的書本知識和文化道德教育在修身成聖中所佔的位置愈低，成

仁成聖也就愈容易。王陽明的「致良知」說使滿街都是聖人成為可能，但王學盛行時畢竟還

不敢承認所有人都已經成聖。而在文化革命中，書本知識的權威已被徹底打倒，甚至劉少奇

在《論共產黨員修養》所講的要艱苦學習經典著作來完成個人修養也不必要了，只要和工農

兵打成一片、參加三大革命實踐，即可成為馬列主義者。而億萬工農兵本就是毛澤東思想中

所推崇的道德主體，他們的天然身份和在革命鬥爭中的位置使他們當然具備「真知」，滿街

是聖人的理想在中國歷史上終於可以被認為實現了。毛澤東從強調實踐出真知，到一再論述

「群眾是真正的英雄」、「六億神州盡舜堯」，就是沿著這樣一條思路展開的。

五 毛澤東和王船山

毛澤東的〈實踐論〉由兩部分內容組成，第一部分強調實踐出真知，即由實踐到認識（毛澤

東稱其為物質變精神）；第二部分強調理論必須服務於實踐，並在實踐中得到證明（毛澤東

稱其為精神變物質）。我們認為，毛澤東在第一部分論述中注重直接經驗和親知，其出發點

類似於王陽明；而第二部分論述則很像王船山。毛澤東在寫作〈實踐論〉時是否參考王陽明

的著作，至今尚未有證據，但毛澤東早年確是十分佩服王陽明。同時他受到王船山巨大影

響，在青年時代就組織過「船山學社」，對王船山極看重。他在寫作〈實踐論〉過程中，系

統參考了《船山遺書》，當時由於手頭《遺書》不全，還寫信給長沙徐特立，設法補全所缺

各冊13。因此，今天人們把〈實踐論〉與王船山的知行合一說進行對比，就可以發現兩者對



「實踐」和「認識」之間關係的論述如出一轍。上文已指出王船山實際上是從「言─行」關

係模式來考察書本經典位置的，現在，可以運用這一模式解讀毛澤東〈實踐論〉的第二部

分。

毛澤東在論證理論必須服務於實踐時，有一個十分著名的論證，他說：「如果有了正確的理

論，只是把它空談一陣，束之高閣，並不實行，那末，這種理論再好也是沒有意義

的。」14在這裡，我們同樣可以看到，毛澤東是用「言論」的意義來代替理論的意義。一個

以馬列為信仰的革命者，從來不敢否定理解馬列真理（它和體驗「天道」一樣）有獨立意

義，而只有把理論混同於言論，才可以得到毛澤東那樣的結論。在延安整風期間，毛澤東確

實是故意把外來「本本」和言論等同起來。在整風運動的動員中，他把儒家經典稱為「老八

股」，而現在要像新文化運動中用白話文反對老八股那樣，反對教條主義、反對外來的「洋

八股」15。顯然，毛澤東是把外來「本本」、儒學經典統統等同於言論。本來他所講的白話

文運動造老八股的反和當時要批判黨八股，重點是批評某類文風，而文章內容和文風並無必

然聯繫，批判文風也不能否定理論內容。但是，毛澤東把「理論」等同於言論後，卻可以輕

而易舉地從反對文章風格來反對理論本身，達到取消外來經典的權威的目的。

顯而易見，任何一種言論講得再正確，也須要放到實踐中去檢驗。把這種關係放到理論和實

踐關係上，就可以得到毛澤東〈實踐論〉對馬列主義認識論的最大發展，這就是：「理論即

使來自於實踐，也必須再次放到實踐中去進行檢驗。」我們知道，馬列的認識論，是一種唯

物主義的反映論，強調主觀是客觀的反映。主張正確的理論來源於實踐，並不是毛澤東的發

明，馬列著作中已講過多次。但提出來自實踐的理論必須再次放到實踐中才能被證明，卻是

毛澤東的貢獻。十幾年前，我和一位朋友研究毛澤東〈實踐論〉時，對毛澤東為何能發現這

一點曾深感困惑。通常，唯物論的反映論者是很難走出毛澤東這一步的。根據反映論的物質

─思維兩分法，正確的理論本來是從實踐中抽出，是實踐的反映，它既然已經正確，為甚麼

還需要再次回到實踐中去檢驗呢？從文字敘述上看，毛澤東提出主客觀達至吻合必須依靠

「實踐─認識─實踐」這一反覆循環，已經有了「主觀」通過一個負反饋調節使其符合於客

觀的看法。但我們不解的是，為甚麼負反饋的其他性質沒有被毛澤東發現16？現在，認識到

毛澤東所持有的模式實際上是言論鑒別，即任何一種言論再正確（它來源於實踐），它的真

偽必須再次回到實踐中去受到檢驗，受檢驗的並不主要是理論內容本身，而在很大程度上是

檢驗提出理論的人的動機和立場，這樣理論內容如何通過負反饋逼近真實之過程倒是相對不

重要的。

鑒別「言論」和鑒別「理論」的要求是不同的。理論被證明只要看它的內容是否和實際符

合，而鑒別言論的真偽除了考察其內容是否和實際符合外，還多一層含義，這就是要看說話

人的態度。分析毛澤東所說的理論被實踐證明，可以看到它有著多重含義，一方面包含了言

論的內容，更重要的還要求提倡者應該誠實（如看其動機是否為了革命或良好）。毛澤東曾

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科學家稱為老實人，托洛斯基、布哈林、陳獨秀、張國

燾是不大老實的人17。照理說，這種說法很荒謬，科學理論是否被實踐證明，政治主張是否

符合實際，和科學家與政治家本身是否誠實並沒有必然關係，而毛澤東卻把理論被證明為真

理和理論提出者的道德誠實聯繫起來，把黨內教條主義者、路線鬥爭中持錯誤觀點的人說成

最終是因為不老實而失敗，這一結論只有用證實「言論」標準來代替證實理論才能得到。在

言論被實踐證明模式中，只要言論代表天道、發言者誠實，那麼這種言論一定會在實踐中應

驗。毛澤東的理論被實踐證明的模式中也預設了這種必然聯繫。他在〈人的正確思想是從那

裡來的？〉一文中曾這樣論證：「在社會鬥爭中，代表先進階級的勢力，有時候有些失敗，



並不是因為思想不正確，而是因為在鬥爭力量的對比上，先進勢力這一方，暫時還不如反動

勢力那一方，所以暫時失敗了，但是以後總有一天會要成功的。」18

正因為毛澤東所講的「理論」實際上並不是認識論中所說的「理論」，而是有道德主體的

「言論」，所以他經常把「實事求是」、「知行關係」、「動機和效果」的關係混同使用。

例如毛澤東曾用理論和實踐的關係來論證動機和效果的統一，他這樣寫道：「這裡所說的好

壞，究竟是看動機（主觀願望），還是看效果（社會實踐）呢？唯心論者是強調動機否認效

果的，機械唯物論者是強調效果否認動機的，我們和這兩者相反，我們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動

機和效果的統一論者。……社會實踐及其效果是檢驗主觀願望式動機的標準。」19我們看

到，毛澤東是把效果等同於社會實踐，把動機放到理論的位置，他甚至也把在〈實踐論〉一

文中定義的「唯理論」（只強調理論重要）、「經驗論」（只強調感覺經驗的重要）也用於

動機和效果分析，推出只講動機不講效果是「唯心主義」，而只講效果不講動機是「機械唯

物論」。

由於在言論鑒別中必需考察言論的內容和言論者的動機，那麼在群眾考察某一理論時，最有

興趣的往往不是理論本身怎樣在實踐─認識─實踐的過程中被修改，而是從否定理論內容迅

速升級到懷疑錯誤理論提出者的立場動機，這正是文化大革命大批判的邏輯。

六 結 論

〈實踐論〉本是毛澤東30年代末在延安抗大講課的講稿，全文不長，從行文看，毛澤東寫得

很辛苦，遠不如毛澤東其他講話那樣天馬行空、流暢活潑。幾年後，中共開始延安整風，

〈實踐論〉成為全黨反對教條主義的必讀文獻。它在確立毛澤東思想權威方面發揮了重要作

用，以後它在毛澤東思想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終於在文革時成為百姓必須天天頌讀、時時

貫徹的經典。〈實踐論〉在中國當代文化中的地位的變化，正好戲劇性地刻畫出馬列主義被

納入儒學道德理想主義的程度。它的問世，標誌著馬列主義儒家化的開始，當時紅軍剛經過

長征到達陝北不久，輕書本、重實踐本是工農幹部的自然傾向，這時毛澤東在認識論中注入

了群體道德理想主義，就極易為全黨接受。而〈實踐論〉對待馬列經典的態度，在深層結構

上類似於王陽明、王船山看待程朱理學的立場，這樣，自然有助於毛澤東思想─中國式的馬

列主義取代外來的馬列經典，成為一種新的政治文化。〈實踐論〉在中國共產黨政治文化中

的地位愈重要，人們愈是注重實踐和直接經驗，輕視書本知識，提倡在群體的三大實踐中改

造自己。整個社會反智主義盛行。劉述先曾分析過理學中這種反智主義是如何得到遏制

的20。而毛澤東思想是儒家化馬列主義，它只是部分吸取了儒學結構的理論體系，傳統儒學

中遏制反智主義的因素不再存在，於是整個中國在文革中反智主義氾濫。這無疑是一個傳統

如何在變構中再現，並使其中某些部分畸型地放大的驚心動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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